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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重构的历史书写:《荔湾简史》编撰的尝试
□ 刘志伟

为一个“重组的区域”立史

在中国修史传统中，国有国史，地
有地志。然近世以来，人们对“史”的
意义之理解愈发宽泛。历史的单元也
不再限于一国，为一个行政区域、一个
地理单位乃至一类人群、一类事物修
史，林林总总，浩如烟海。所谓地方史，
多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历史单元，而这个
行政区域，或一座城市，或一个郡邑，大
多在地理或政区沿革中，本身就有相对
自成一体的源流变迁和内在延续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一系列重大转型——
经济格局、资源配置、交通方式、空间原
理乃至行政管治机制等的改变——之
下，城市行政区划中的特定区域，有可
能根据其现代性机理重组，形成基本脱
离其原有历史脉络的新的地理单位。

要为其撰写贯通古今的“简史”，所需不
仅是更为独特的视角和编撰方法，更需
通过历史建构，为其区域主体性建立起
坚实的历史依据。

我们编撰《荔湾简史》（该书即将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抱
着这个宗旨的尝试。我们要讲述的，
不是一块自古以来边界清晰、自成一
体的行政区，这是一片土地的漫长生
命历程——这片在珠江的潮汐与历史
的浪潮中不断生长、变形，最终成为
“广州市荔湾区”的土地，历史上曾分
属于南海、番禺两县；广州设市后，也
曾分别划属不同的区；更重要的是，今
天荔湾区内的地域，有历史久远的典
型城市社区，也有乡土味十足的村社

聚落，有大片的水面沼泽，也有起伏的
山岗和平衍的水田；其不同地段在历
史上有性质迥异的名称：属城厢的“西
关”“城西”，作为郊野园林景观的“泮
塘”“荔枝湾”，属城郊乡村的“西村”，
布满花田的“芳村”“花地”，还有海阔
潮涌的“白鹅潭”以及被辟为租界的洲
岛“沙面”。要在这种种自然与人为形
成的斑斓图景中勾勒出历史的线索，
其核心叙事，应始终围绕着广州古城
墙外那片面朝浩渺“珠海”（古珠江）、
背倚大陆的广阔西郊展开。这片土地
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一部广州城西的
发育史，一部岭南中心都会如何突破
城墙的束缚，将其经济血脉、社会网络
与文化活力向西部水域与陆地持续扩

张，在古代的城垣之外发育成为近代
城市中心的动态记录。

广州建城两千多年，城址未移，这
既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
构成早期城市发展的局限。优越之处
在于，城址北倚南岭余脉之南端，南临
承接三江入海的大海湾，是东亚大陆
连接南海乃至通往印度洋的最佳接合
点。广州城借由海陆物产的流通，以
及与欧亚不同区域频繁的文明交往，
成为重要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心。所
谓发展局限，则在于东部丘陵台地与
西部水网纵横的地理格局，限制了城
垣扩展空间，使得城市中的人群聚集
和商贸活动一直呈现向西延伸的态
势。早在唐宋时期，广州城西就因阿

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涌至，生长出一片
规模和人气都更旺的城市聚落。至明
代，依托海洋贸易在城西南形成新的
商业区。从宋到清，这片在城市西南
生长而出的新城区，因防御的需要先
后筑起西城、新城和雁翅城。清代，随
着广州贸易纳入近代世界贸易体系，
广州城市的商业在性质和功能上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城西的商业区逐渐从
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厢商业结构中脱胎
出来，形成新型的商业城市聚落。今
日荔湾区历史发展既承续了中国城市
商业在城厢发展的传统起点，又在新
的世界贸易格局下开启了近代城市发
展的新路径和新形态。这是我们书写
荔湾区历史的一个基本认识。

荔湾历史的律动

荔湾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它难以
套用通常的历史叙事模式——扣紧几
个主题、按时序一以贯之地缕述流变。
更适宜的方式，是捕捉几个核心的历史
脉络加以展开，从“陆溯水踪”的远古地
理探源，到“红色荔湾”的近代革命风
云，在这两千年的跨度里，让荔湾的历
史呈现出清晰而有力的律动，更为突出
地展示了荔湾的特色。

第一条脉络，是自然地理与人文活
动的深刻互动与相互塑造。

荔湾历史的开篇即可追溯至珠江
三角洲仍为古海湾的时代。今日荔湾
的陆地，在秦汉时期尚是碧波荡漾的
“巨浸”（白鹅潭）之畔的零星岗地（如西

村黑山、浮丘石）与浅滩。兰湖、驷马涌
构成的河网，是番禺（广州）城连通西、
北江航道，进而对接中原与海外的咽
喉。地理决定了最初的聚落与功能：这
里是陆贾登陆的“泥城”，是达摩西来的
初地，是南越国与中央王朝互动的前
沿，也是佛教寺院最早立足的城郊。唐
宋以降，珠江加速沉积，人工筑基围垦
与自然淤积并举，“沧海桑田”在此真实
上演。明代对西濠、大观河的水利工
程，清代对西乐围、永安围的修筑，每次
的水系疏导与堤围加固，不仅防洪排
涝，更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廊
道。下西关的“半塘”地貌、上西关的机
房区，乃至晚清宝华、逢源等的新辟住
宅区，无不是人与水反复博弈、化水害
为水利的成果。地理空间的每次拓展，
都直接催生新的社区、市集与产业形
态。因而，这部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人
地关系史，见证荔湾如何从一片“水陆
交错”的水域，历经千余年，通过持续的
人力干预，一步步衍化为“民居栉比，不
复见西濠故道”的繁华都市街区。

第二条脉络，是“西关”作为一个流
动性空间的特质，及其所孕育的独特社
会结构。

与城墙内相对稳定的官署、士绅聚
居区不同，西关自孕育之初，就因其作为
交通枢纽和城关厢的地位，成为人口、商
品与文化高速流动、交融共生的多元场
域。近代“西关”承袭了唐代以降城西的
历史传统。当年城外的“蕃坊”汇聚四海
商贾，光塔既是宗教建筑，也是航海灯
塔。宋代修筑西城将“蕃坊”纳入城垣之
内，流动性带来的多元文化和新的城市
空间则在明代以后继续“破墙而出”，使

城外的“西关”在清代新的世界贸易格局
下达到顶峰。十三行行商的聚集和欧美
商馆的设立、佛山工商业的兴起，使下西
关一跃成为全球贸易网络重要节点。与
此相伴的，是人群的频繁流动与重组。
明末清初，闽籍商人凭借其海外贸易网络
率先扎根于此，在绣衣坊、毓桂坊形成聚
落。至清代中叶，西关更孕育出巨贾如
潘、伍、卢、叶诸家，影响深远。几乎同时，
徽州茶商过大庾岭、“漂广东”而来，在下
九甫建立会馆与归原堂，虽多保持客籍，
却深度介入茶叶出口贸易。来自江浙、山
陕等地的商帮亦络绎于途。此外，清初迁
海令下被安置于柳波涌、泮塘、西场的移
民，形成“移民市”（宜民市）。随着丝织业
兴起，数十万“机房仔”（工匠）聚集上西
关，构成庞大的产业大军。官方为应对这
复杂多元的流动社会，设立移驻扬仁里的
南海县丞、专司治安的西关汛，并逐渐形
成“捕属”这一城厢户籍管理的标识和行
政管辖概念。西关的“街坊”社会，正是在
这种流动背景下，围绕街庙、庙尝和值事
制度，自发形成了强大的基层自组织能
力，处理从治安、消防到节庆、公益各类事
务。文澜书院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些外来
者中的成功者——无论是闽商、徽商后代
还是其他寓贤——通过科举入籍、购置产
业，转化为“西关绅士”，完成了从“客”到
“主”的身份建构，并开始主导地方公共事
务。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群体甚至成为广
州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荔湾的
社会史，是一部不断吸纳、融合新来者，并
在流动中建构新认同的生动历史。

第三条脉络，是荔湾被纳入“番舶
洋商”的世界贸易体系。

清代前中期，以十三行行商与欧
美商人的夷馆为中心的商贸网络，带
动其他商人与手工业者形形色色的经
营活动，成为驱动荔湾历史发展的核
心引擎。从清初平南王利用怀远驿重
启贸易，到康熙设立粤海关、乾隆确立
“一口通商”，西关的命运便与这套独
特的对外贸易体制紧密捆绑。十三行
商馆区不仅是货物集散地，更是资本、
信息与国际关系交汇点。贸易需求直
接塑造了荔湾的经济地理：沙基一带
米行林立，河南岛（对岸）货栈密布，
上、下西关的机房彻夜轰鸣，生产着供
应全球的广纱、广缎；佛山的瓷器、芳
村的花卉乃至珠三角腹地的生丝、茶
叶，都经由西关的商号与牙行，装入远
洋帆船。贸易催生了早期的金融业
（银号、汇票）、保险业与庞大的服务行

业。更重要的是，它带来巨量财富，这
些财富不仅构筑了潘氏、颜氏的园林
宅第（如海山仙馆、磊园），也沉淀为街
坊庙宇丰厚的“庙尝”，更滋养了整个
区域的商业文化、消费生活与建筑风
尚。即便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特权
丧失，广州贸易模式转型，西关依托其
积累的商业网络、手工技艺和毗邻香
港的地理优势，也迅速在近代“省港一
体”的新格局中找到了位置。沙面租
界、新式百货、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实
现商业传统的转型与延续。可以说，
不理解十三行贸易，就无以理解西关
何以在清代跃升为广州的经济心脏，
也无以理解其市井文化繁华底色。

第四条脉络，是“城”与“乡”在荔
湾地域内的模糊边界与持续互动。

今天的荔湾区是历史上广州“城西
厢”与南海县“恩洲堡”部分村落（如泮

塘、西村、南岸等）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
融合的产物。明代，恩洲堡村落沿石门
水道分布。清代，随着北江主航道南移
至佛山水道，“省佛通衢”地位上升，位
于水道要冲的泮塘、黄沙等地重要性增
加。同时，西关街区的扩张如水墨浸
润，不断向周边乡村蔓延。下西关的街
区与泮塘的“五秀”水塘一水之隔；上西
关的机房区与西村、南岸的村落犬牙交
错。地理上的毗邻导致经济与社会生
活的深度融合。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
品（泮塘马蹄、芳村花卉）、手工业原料
和劳动力；城市的商业资本、生活方式
乃至信仰（如北帝、华光）反向渗透乡
村。面临外侮（如鸦片战争）或内部动
乱（如洪兵起义）时，“恩洲十八乡”与西
关街坊更会基于地缘结成团练联盟共
同御敌。芳村地区则凭借“省佛通衢”
节点和优美环境，发展出花卉产业与私
家园林文化，成为省城绅商的“后花
园”。这种城乡之间不是替代而是交
织、互哺的关系，构成荔湾区别于许多
纯粹“城区”历史的独特维度。

第五条脉络，是荔湾在“省港一
体”中转型的历史。

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近代都市
——香港，是此前“广州贸易”体制向
近代自由贸易体制转型的产物。虽
然这个转型体现了中外贸易性质的根
本转变，但在新制度下兴起的香港，许
多方面都与之前广州西关有千丝万缕
关联。香港早期的中外商人和商业机

构及服务其中的从业人员，多直接从西
关“移植”而来。此种关联性构成荔湾
商业转型与城市活力的基础。省港格
局并非简单的两地贸易往来，而是在外
贸特权丧失、来自上海的竞争加剧之逆
境下，广州西关地区与香港之间形成的
功能互补、社会联通、经济一体的系统
性重构。首先，“省港一体”是一种被迫
的制度适配与地理延伸。1859年粤
海新关设立后，广州外贸自主权沦丧，
而香港作为自由港迅速崛起。原西关
商户大批迁港，商业网络并未断裂，反
而催生新的分工：香港凭借其免税、深
水港与国际金融优势，成为欧美工业品
输入中国的“保税仓库”与生丝、茶叶等
土货出口欧美的远洋枢纽；一水之隔的
荔湾（沙面与西关）则依托其传统商业
基础、庞大腹地及产业能力，转型为组
织生产、国内集散与洋行业务的运营前
台。其次，它体现为高度整合的基础设
施与商业网络。省港澳轮船公司的定
期班轮、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将
两地行程缩短至数小时，使人员、货物
与信息得以高速流动。沙面岛上云集
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其总部多在香
港，它们与西关街巷里密布的银号（太

平街、桨栏街）、丝庄（沙基）、批发商行
（杨巷、同兴街）构成资本、信用与商品
流转的闭环。荔湾的沙基丝庄，直接串
联起珠三角数百家机器缫丝厂，将生丝
汇聚后经香港运往全球；而香港市民每
日消耗的鲜蛋、蔬果，则大量由广州供
应。更深层次地，“省港一体”塑造了相
似的社会组织与都市文化。两地从华
商精英、文人士夫、军政官僚到普通市
民，往往同时在省港拥有产业与投资。
他们穿梭两地，不仅推动了粤汉铁路、
自来水公司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也共同
建立了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联动的慈
善网络，并在拒约运动、铁路风潮等事
件中协同行动。由此，荔湾的都市风貌
与社会生活也与香港中上环的华人社
区产生“同构”现象，从茶楼酒肆、戏院
商铺到市政管理，皆呈现交融互渗的
“省港风情”。商业品牌和名气，几乎全
部用“驰名省港（澳）”标榜。因此，近代
荔湾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省港
一体”微观史，荔湾也因此在作为一座
近代城市的广州中具有核心性地位。
它展示了在传统朝贡贸易体系瓦解后，
一个中国沿海商业核心区如何通过与
新兴自由港的深度绑定，重新定位自身
角色，将外在挑战转化为内部重组的动
力，从而在近代化的激流中维系繁荣、
孕育新机，并确立其在20世纪乃至今

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独特地位。

第六条脉络，是荔湾在城市近代化
中的转型。

进入19世纪中叶，在外部冲击与
内部变革的双重压力下，古老的荔湾被
卷入中国近代史的激流。西关的商人
阶层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角色日
益复杂：他们既是传统行商制度的继承
者，也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开拓者；既
是地方公益（善堂、医院、学校）的主要
资助者，又在政治风潮（如粤商自治会、

粤路风潮）中显现力量。广州近代工业
化的发展也以荔湾为重心。西村一带
自张之洞时期就出现官办的兵工厂，到
1920年代末被省政府划定为省营工业
区，是士敏土厂和化学工厂所在地。现
代交通方面，除省港澳航线外，粤汉铁
路、广三铁路都集中在荔湾。市政方面，
供应城区用水的自来水厂在增埗设办；
模仿沙面兴筑的长堤成为新兴的商业中
心；而民国时期西关的“六街成案”为全
市马路建设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推动
了马路的大规模出现。在近代城市文化
成长中，荔湾更成为广州的文化中心，表
现在典籍编纂刊刻、藏书的兴盛、近代学
校书院的兴办、工艺美术的成就、粤式饮
食文化的形成、粤剧的兴盛等。荔湾是
广东近代文化生长的沃土，形成了今天
粤港澳大湾区共享的地方文化遗产。更
具深刻意义的是，随着近代工人阶级的
壮大和新思想的传播，荔湾成为广州近
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沙面罢
工、广州起义的枪声，都曾在这里回荡。
这段历史表明，荔湾不仅是商业繁荣区，
也是在时代转折点上不断调适、抗争与
求新的前沿区域。

在浩瀚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卷

中，荔湾的历史轨迹呈现出一种独

特而鲜明的“非典型”模式，其成长

逻辑与许多依托政治军事或内陆

农耕文明孕育的传统城市迥然有

别。它并非自上而下规划而成的

行政中心，也非因资源攫取而骤然

兴起的工矿城镇。荔湾的本质，是

广州这座千年商港在其面向海洋

的西翼，因应全球化贸易浪潮而自

然生长出的“商业性扩展区域”。

它的历史，是一部“以水为脉，以商

为魂”的动态边缘城市化史诗。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主角》谈秦腔传入潮汕
□ 吴国钦

《主角》热播，人们从这部电视剧
看到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时代遽
变，看到了一代代秦腔艺人对艺术的
追求与执着，甚至献出性命；也领略到
了秦腔艺术的博大精深，为之神往。

秦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大剧种，
属于梆子系统戏曲，流行于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一带，唱腔为板腔体，与

昆腔的曲牌体刚好南北对应，都属于
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之列。

秦腔板式丰富，唱腔高亢激越，
慷慨苍凉，多马上杀伐之声。秦腔起
源于明中叶（有专家认为它直接来源

于元代北杂剧），万历年间剧本《缽中
莲》已出现“西秦腔”标识。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我陪王季思师到西安出

差，看了秦腔演出，观剧后的座谈会
上我们究竟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
了，只记得当时我说伴奏锣钹声浪太
高，几乎达到震耳欲聋的地步。剧团
的人解释说，秦腔扎根于关中农村，
在没有广播的年代，只能靠响锣劲鼓
传达演出讯息，让近邻的村民闻声前
来看戏。现在进入城市剧场，伴奏音
量是可以调低些。

陕西籍作家贾平凹在文章中曾引
用关中民谣云：“八百里秦川黄土飞
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
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他
说,“秦腔的灵魂全在一个吼字，不是
细唱，是从骨子里往外喊”。“秦腔是农
民大苦中的大乐，全靠吼释放悲怀”。
“南方戏曲婉转低吟，秦腔恰恰相反，
贵在放开嗓子嘶吼”。

令人诧异的是，“吼”秦腔对轻婉
低迴的潮剧却有巨大影响。清中叶

秦腔传入潮州，潮州人称它为西秦
戏，意为来自西部秦地的戏曲。乾隆
四十五年（1780）江西巡抚郝硕呈《查
办戏曲》奏折，列举秦腔、楚腔等所谓
“诲淫诲盗”，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时来时去”，应予查办。这说明清中
叶秦腔在南方影响深广。道光年间
海丰举人黄汉宗《竹枝词》云：

“十月山村人谢神，梨园最好唱
西秦。声容近数兴华旦，未许东施强
效颦。”

据史料记载，清末海陆丰、潮州各
县西秦戏班有30多班，抗日战争时期
还有12个专业的西秦戏班。

有清一代，外来声腔纷纷传入
潮州，对潮剧影响大的有正字戏、西
秦戏、外江戏（即今广东汉剧）与海
陆丰白字戏。西秦戏的板腔体以及
一泻无余的滚唱，震撼人心，令潮剧
观众耳目一新。潮剧戏班因此放下

身段，向西秦戏学习各种板式，将潮
剧原来的曲牌体改成曲牌体与板腔
体相结合的声腔，这一巨大改变盘
活了潮剧的唱腔艺术，许多名唱段
应运而生。

我年少时（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

五十年代初）在汕头市看过西秦戏演
出。汕头人给西秦戏起了个诨名叫
“磅弄空”，这是模仿西秦乐器（有如潮

剧的深波）起的谑称。演出时角色服
饰上系着一块小木牌，木牌两面写着
“张飞”“马超”字样，无论舞台上角色
如何翻腾，观众都能很快识别戏中人
物。这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因此印
象非常深刻。

今日的潮汕，西秦戏已回归秦地，
未见有戏班演出，要了解西秦戏，只有
看《主角》了。不过从剧史的角度，秦
腔艺术对潮剧的影响，实在不可小觑。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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